
水利经济,2023,41(3) 摇 E鄄mail:jj@ hhu. edu. cn摇 http: / / jour. hhu. edu. cn摇 电话:025 83786376摇

第 41 卷第 3 期
Vol. 41 No. 3

水摇 利摇 经摇 济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

2023 年 5 月
May 2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BGL196)
作者简介:王济干(1959—),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等研究。 E鄄mail:wang_jigan@ hhu. edu. cn

DOI:10. 3880 / j. issn. 1003 9511. 2023. 03. 001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
效率评价及驱动因素研究

王济干,杨亚平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1100)

摘要:发展绿色经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是当前中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 通过构建包含

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使用泰尔指数和

核密度估计研究其空间差异以及分布动态变化趋势,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将科技人才集聚纳入回归

模型以探究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2007—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

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之间差异显著,且省内差异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绿色水平均

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核密度估计显示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总体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效率值集中

度降低,且逐渐出现两极分化特征;科技人才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呈现倒“U冶
形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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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群俨然已成为

新时期城市和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形式,长三角城

市群作为“一带一路冶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

带,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 自 1982 年成

立“上海经济区冶以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进

程逐渐加快。 但由于城市群不断扩容,区域外延不

断扩展,不同城市间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

等因素不同,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也愈加明显,这给新

时期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019 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强调长三角城市群各省市应重点围绕

生态环境等领域展开相应合作,推动环境协同治理。
因此,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绿色

发展效率的现状、地区之间绿色发展效率的差异如何

以及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对协调区域经济高质

量增长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

三者的协调发展,以产业低碳化、绿色化为内容路

径,追求由传统“工业文明冶模式向“生态文明冶模式

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污染排放脱钩[1]。
绿色发展效率是国内外衡量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方

法之一,绿色发展效率越高,说明绿色发展水平越

高[2]。 在新时代倡导绿色发展背景下,围绕绿色发

展效率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学术

界围绕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展开了广泛研究。 就评价方法而言,数据包络分析

(DEA)、随机前沿生产模型(SFA)和生产函数法等

多被用于效率评价研究,由于绿色发展效率要求将

资源利用与环境损耗同时纳入传统效率分析框架,
与其他方法相比,DEA 在处理多产出 多投入的有效

性评价方面更具有优势,而且能将环境污染物作为

非期望产出纳入分析范畴,因此在绿色发展问题的

研究过程中得到迅速发展。 如李林汉等[3鄄4] 用传统

DEA 模型测算我国 30 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刘
杨等[2,5]使用 DEA 将环境污染视为非期望产出,纳
入 SBM 模型分别构建了中国城市群层面以及城市

层面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数。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考虑到 SBM 模型测度的有效单元值存在同为 1 的

情况,难以进一步分析有效评价单元的效率差异,而
超效率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刘儒等[5]

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中国地级市绿色发展效

率,并从空间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竞争、产业集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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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完善政府考核

体系、推动产业升级等方法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林丽

梅等[6]选用包含径向与非径向两类距离函数的超

效率 EBM 模型来测度中国 112 个环保城市绿色发

展效率,借助 GMM 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

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发展效

率之间整体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
由于不同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

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差异性,学者们进

一步针对区域层面展开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差异特

征分析,已有较多学者基于省级尺度研究发现,我国

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7鄄9]。 少数

研究具体分析了城市群层面的绿色发展效率,如刘

曙光等[10]通过对我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

发展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只有珠三角城市群综

合效率水平高于 1,且城市群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

异较大。 也有学者从流域视角出发,研究长江经济

带以及黄河流域沿线省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如张治

栋等[11]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

体上处于波动起伏的动态调整过程,从时序演化特

征来看,整体效率值有所下降,从空间演化特征来

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不均衡,多数城市投入产出效

率低下;陈明华[12]利用基尼系数考察了黄河流域绿

色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大小及来源,发现中、下游区

域内绿色发展绩效的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且区域

间差异是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

要来源。
总体来看,学界已经对绿色发展效率开展了较

为丰富的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

多是从全国层面、城市群层面、长江经济带等角度进

行研究,聚焦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较少,且多以省

级为单位,模糊了省内各城市之间的差异,造成研究

结果的粗略性,缺乏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层面的深

入探讨。 第二,关于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等传统要素,而随着

长三角城市群迈入一体化时代,科技人才在地区间

加速流动,人才不再集中涌向核心城市,从而促进了

技术、知识的转移扩散,对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

作用。 第三,现有研究重视对计量模型的阐述,而对

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不足,说服

力有待加强。
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第一,

通过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经济增长 3 个维度构建

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利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超

效率 SBM 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

发展效率,从而揭示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现状;

第二,借助泰尔指数探求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

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以及差异来源,并
在此基础上使用核密度估计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分

布动态变化趋势,为探寻因地制宜的协同发展对策

提供理论支持;第三,基于 Tobit 回归方法,将科技人

才集聚这一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并对影响因素的作

用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丰富现有对绿色发展效率的

研究。

1摇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摇 研究方法

1. 1. 1摇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

DEA 是一种基于被评价对象间相对比较的非

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方法,在分析多投入多产出方面

具有特殊的优势,DEA 方法最常见的是 BCC 和

CCR 两种模型,但由于其没有考虑变量的松弛问

题,由此测出的效率值具有一定的偏差。 Tone[13] 在

此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非角度、非径向的 SBM 模

型,弥补了传统 DEA 模型的缺陷。 然而,考虑到传

统 SBM 模型仍会存在多个效率值为 1 的有效决策

单元(DMU),无法有效地区分和排序,因此本研究

在测算绿色发展效率时,选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超

效率 SBM 模型[14],以减少评价偏差。 包含非期望

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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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籽 为效率,籽 值越大,表示效率越高;姿 j 为权重

向量;xij、xik分别为第 j、k 个决策单元的第 i 种投入

值;yrj、yrk分别为第 j、k 个决策单元的第 r 种产出值;
m、s 分别为投入、产出指标的数量;s-i 、s+r 分别为第 i
种投入和第 r 种产出的松弛变量; q 为决策单元

个数。
1. 1. 2摇 泰尔指数

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来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

展效率的区域差异程度。 泰尔指数 T 的计算公式

如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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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 为第 i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值;軃x 为 26 个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均值。 同时,将泰尔指数所代

表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将
n 个城市划分为 K 个区域,其中第 k 个区域 gk 中包

含 nk 个城市,则区域间差异 Tb 和区域内差异 Tw 的

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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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摇 摇 摇 X f = xf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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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f 为城市 f 的绿色发展效率值;X f 为城市 f 的
绿色发展效率值占 26 个城市分值总和的比重;Xk

为第 k 组城市分值总和占 26 个城市分值总和的

比重。
1. 1. 3摇 核密度估计方法

核密度估计方法是一种基于考察对象测度值分

布特点的空间分析方法,核密度曲线分布的位置反

映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数值,波峰的高度

和宽度反映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聚集和分

散程度,波峰数量反映极化程度。 核密度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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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移

N

i = 1
K X i - 軃xæ

è
ç

ö
ø
÷

h

其中 K(x) = 1
2仔

exp - x2

( )2
(6)

式中:f(x)为核密度估计量;N 为观测值个数;h 为

自定义带宽,带宽越小核密度估计越精确;X i 为独

立同分布观测值;K( x)为核密度函数,本文采用高

斯核函数进行空间 Kernel 密度估计。
1. 2摇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2. 1摇 Super鄄SBM 模型的指标选取

关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结合已有研究与数

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指标包括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包括资本、劳动和资源等,由于各类统计年

鉴并未公布城市层面的资本存量数据,因此本文采

用永续盘存法,通过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

数据来测算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K i,t = K i,t -1(1 - 啄i,t) + Ii,t / P (7)
式中:K i,t、Ii,t分别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资本存量和

投资;啄i,t为折旧率;P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选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来表征劳动力;选用全

市供电量来表征资源。 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指标

和非期望产出指标,以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 GDP
来衡量经济收益;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反映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企业

利润等的收益情况;选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

征社会收益;非期望产出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SO2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来衡量,主要考

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1. 2. 2摇 数据来源

根据 2016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南

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
浙江省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
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
州、宣城。 本文选取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作为研

究对象,基础数据来自 2007—2019 年的《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2摇 测算结果与分析

2. 1摇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2. 1. 1摇 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根据超效率 SBM 模型,利用 MaxDEA7. 0 软件

测算 2007—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

发展效率,见图 1。

图 1摇 2007—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绿色

发展效率时序演变特征

从整体层面来看,2007—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

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反映出区域生态文

明建设、绿色经济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喜人成绩,长
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从 2007 年的 0. 314 上升

到 2012 年的 0. 511,经过 2012—2013 年的短暂回落

之后再次从 2013 年的 0. 426 增加到 2019 年的

0郾 794。 2012—2013 年的下降原因可能是存在“绿
色悖论冶效应,即短期内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

企业为抵御更为严格的污染管制,会加快工业产能

扩张,导致工业污染排放增加。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再次强化,绿色发展水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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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得以扭转,并于 2013 年出现反弹,整个过

程波动上升。 其中,2007 年为样本考察区间内最小

值,2019 年为样本考察区间内最大值。 2007—2012
年,绿色发展效率年平均增长 3郾 94% ,2013—2019
年,绿色发展效率年平均增长 6. 14% ,表明自党的

十八大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一直

被摆在突出位置,随着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绿色发

展水平增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在逐渐加大的环境

规制政策压力下,企业会加快引进绿色生产技术,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法适应强环境规制的高污染工

业企业则面临“关停并转冶,污染排放效应逐步减弱。
从省级层面来看,2007—2019 年期间,江苏省

和上海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在长三角地区整体平均水

平之上,浙江和安徽两省的绿色发展效率略低于长

三角地区的整体平均水平;江苏、安徽两省绿色发展

效率波动较大,但总体仍保持上升趋势,上海和浙江

省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绿色发展效率持续上升。 其

中,上海的绿色发展效率在长三角地区中整体发展

最佳,安徽省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波动,逐渐低于浙江

省,绿色发展成效有待进一步加强。 根据产业梯度

转移理论,发达地区会将区域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

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安徽省各

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区位优势,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

移的前沿地带,但是长三角地区主要转移的是已经或

者即将淘汰的高消耗、高排放产业,可能带来污染转

移,这些因素都会反映在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上[16]。
2. 1. 2摇 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

分析

摇 摇 为准确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

差异,将 2007 年、2019 年以及 2007—2019 年间均值

采用雷达图进行分析,结果见图 2。

图 2摇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雷达图

从城市层面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

绿色发展效率值截面差异明显。 无锡市效率值最大

(0郾 710 0),绍兴市绿色发展效率值最小(0郾 326 6),
极差为 0郾 383 4。 对 26 个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均值大

小进行降序排列,可分为 3 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无

锡、上海、苏州、常州、舟山、镇江、南京、金华,其效率

值介于 0郾 710 0 ~ 0郾 529 4 之间;第二梯队为盐城、宁
波、池州、合肥、滁州、扬州、安庆、台州、宣城,效率值

介于 0郾 528 2 ~ 0郾 449 5 之间;第三梯队为芜湖、南
通、杭州、泰州、湖州、马鞍山、铜陵、嘉兴、绍兴,效率

值介于 0郾 446 4 ~ 0郾 326 6 之间。 总体来看,长三角

城市群 26 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绿色发展

效率值主要集中在 0郾 4 ~ 0郾 6 之间。
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城市有无锡、上海、苏州、常

州、舟山等,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中部和南部地区,绿色

发展要素投入产出结构较为合理,各项资源投入在产

出转化过程中均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可以继续保持

其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为代表

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和科技实力相对雄

厚,有能力也有意识主动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

出结构优良,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加,绿色发展效率

不断上升;另一类是以舟山、金华为代表的城市,这类

城市多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东南部,以发展旅游产

业为主,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更为自觉地控制污染物

的排放,优化环境治理,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17],
绿色发展效率高不仅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也得益于政府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改革措施[18]。

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较低,马鞍山、铜陵、嘉
兴、绍兴等城市的计算值多年均低于 0郾 4,处于绿色

发展效率较低水平,可见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呈现出两级分化现象。 马鞍山、铜陵等城市近年来

追求经济增长,发展工业时大量消耗能源。 嘉兴、绍
兴两个城市在发展经济方面存在着诸多共性,以轻

工业为主,且多为高能耗、高污染类行业,工艺相对

落后,环保管理更为落后。 总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不断改善其环境状况。
2. 2摇 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测量与分解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知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

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态势,导致其区域差异显著,但
尚未揭示出区域差异性的来源结构特征,下面结合

差异性测度方法的特点及适用性,利用泰尔指数展

开进一步分析,并将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差异分解为

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由于上海市仅为单个城市,而泰尔指数需要分析

不同子群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区域差异

分解上将不考虑上海市[19]。
长三角城市群 2007—2019 年绿色发展效率总

体差异及其贡献见表 1,从时间维度来看, 20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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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绿色发展效率的泰尔指数及分解

年份
泰尔指数 贡献率 / %

总体 区域内 区域间 区域内 区域间

2007 0. 016 94 0. 013 38 0. 003 56 78. 985 21. 015
2008 0. 019 39 0. 014 68 0. 004 71 75. 709 24. 291
2009 0. 025 90 0. 015 43 0. 010 47 59. 575 40. 425
2010 0. 025 95 0. 014 15 0. 011 80 54. 528 45. 472
2011 0. 043 57 0. 024 07 0. 019 50 55. 244 44. 756
2012 0. 049 74 0. 022 78 0. 026 96 45. 798 54. 202
2013 0. 016 42 0. 013 99 0. 002 43 85. 201 14. 799
2014 0. 012 13 0. 008 67 0. 003 46 71. 476 28. 524
2015 0. 012 84 0. 009 17 0. 003 67 71. 417 28. 583
2016 0. 017 38 0. 012 05 0. 005 33 69. 333 30. 667
2017 0. 029 25 0. 022 61 0. 006 64 77. 299 22. 701
2018 0. 034 69 0. 021 16 0. 013 53 60. 997 39. 002
2019 0. 038 58 0. 032 02 0. 006 56 82. 996 17. 004

2019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泰

尔指数总体表现为“N冶形变化特征,2007—2012 年

泰尔指数不断上升至最大值 0郾 049 74,说明在此期

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在逐步扩

大,优 者 愈 优、 劣 者 恒 劣 的 局 面 普 遍 存 在[20]。
2012—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差

异逐渐缩小,2014 年降至 0郾 01213,为样本期内最低

点。 2014—2019 年,泰尔指数值表现出增大趋势,
但是速度有所减缓。

从泰尔指数结果分解来看,区域内泰尔指数、区
域间泰尔指数与总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具有较强的协

同性,从贡献率来看,除 2012 年之外,区域内差异的

贡献率均明显超过区域间差异。 因此,区域内部发

展不平衡是构成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

主要因素[21]。 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平均值为

69郾 50% ,极大地影响着总泰尔指数的走向,说明缓

解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非均衡的关键在于如

何促进三个省份内部的均衡协调发展。
2. 3摇 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进

泰尔指数及其分解的测度结果仅揭示了长三角

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相对差异的大小及来源,而核密

度估计方法可以准确勾画出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

效率绝对差异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 因此,本文使用

核密度估计方法进一步考察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

效率的分布位置和分布形态,绘制 2007—2019 年长

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三维核密度示意图见图 3。
从分布位置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

的分布曲线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明显的右移趋势,
表明考察期内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效率逐步上升;
从分布形态来看,2007—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

发展效率的分布曲线总体表现为主峰峰值下降、区
间宽度增加,这说明绿色发展效率的总体离散程度

呈扩大趋势,差距逐渐增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

图 3摇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三维核密度

2012 年相比,2013 年峰值明显升高,分布曲线中心

轻微左移,表明 2013 年长三角城市群效率值有所降

低,发散态势减弱,与前文测算结果相印证。 除此之

外, 2007—2019 年 分 布 形 态 呈 现 由 “ 单 峰 冶 向

“主峰+侧峰冶演变的趋势,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

出现明显的双峰分布,表明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

现出两级分化现象,但双峰值较小,宽度较大,效率

值集中度降低。

3摇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驱动因素实
证分析

3. 1摇 变量选择

本文测算的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的区间

较小且均大于 0,属于“受限因变量冶,而 Tobit 模型

可以很好地解决“受限因变量冶的回归问题[22]。 因

此,本文基于面板数据,通过建立 Tobit 模型来分析

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
Tobit 模型公式为

Yit =
Yit

* 摇 Yit
* > 0

0 摇 Y*
it 臆{ 0

(8)

其中 Yit
* = 茁0 + 移

n

t = 1
茁txit + 着it

( i = 1,2,…,26;t = 2007,2008,…,2019)
式中:Yit为因变量;xit为自变量;茁t 为估计系数;茁0

为常数项;着it为扰动项。
结合理论基础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现实情况,选

取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a. 科技人才集聚。 科技人才是从事研发创新

活动的主体,他们可以通过影响生产、消费、投资及

储蓄等方式驱动区域绿色发展,其集聚还会给区域

带来创新效应,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管理创新以

及增强技术溢出效应等方式引导企业从事绿色生

产。 可见,科技人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增长具有

集聚正外部性特征。 但是,根据要素拥挤理论,当某

一要素聚集超过一定规模后,其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会产生资源积压浪费、无序竞争等状况[23]。 随着科

技人才集聚规模不断扩大,可能会因为人才过度集

聚产生拥堵而造成效率损失[24]。 因此,科技人才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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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
研究在回归方程中引入科技人才集聚的二次项以验

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区域人才集聚度是评价人才资源在各区域空间

分布的集中性和聚合性程度的指标,现有研究多以区

位熵的方法来测度人才集聚度,区位熵可以消除地区

规模之间的差异,客观地反映人才集聚的空间分布。
因此,本文借鉴孙红军等[25]的做法,构建科技人才区

位熵来衡量科技人才集聚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i =
Tit / Ti

Tct / Tc
(9)

式中:Si 表示 i 地区科技人才集聚度;Tit为 i 地区科

技型人才数量;Ti 为 i 地区总就业人口;Tct为全国科

技型人才数量;Tc 为全国总就业人口。 科技人才数

量用科研、技术服务人员数量进行表征。
b.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能够为企业绿色生产

与污染治理提供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

环保意识也会逐渐提高,居民对绿色产品的要求也

会随之变高。 选用人均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c. 产业结构。 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清洁属性

高于第一、二产业,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也低于第一、二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使

得投入获得更大的边际产出效应,提升区域投入与产

出要素的优化配置,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可以推动区

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本文采

用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
d. 对外贸易水平。 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和中期,

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和产品承载获得新产品和先进的

技术,提升区域的生产效率,但是过度的对外开放会

“挤兑冶国内市场,造成本国产品滞销,尤其是发达

国家会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
此会增加污染治理成本,降低绿色发展效率。 因此,
本文选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比值来表示对外贸易水

平,同时将对外贸易水平的二次项加入到回归方程。
e. 城镇化水平。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

人口增加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也大幅扩张,低端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造成工业要素配置冗余

与无谓损失,导致环境污染加重,会抑制绿色发展效

率的提高。
3. 2摇 回归结果与分析

运用 Stata15. 0 计量分析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

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 Tobit 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 2。 由表 2 可知,科技人才集聚的一次项系数

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 5% 的水

平下显著为负,这也验证了科技人才集聚与绿色发

展效率之间的倒“U冶形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先促进

后抑制的作用,但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尚位于倒“U冶
形曲线的左半段,即集聚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科技人

才集聚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力。 此

外,经济发展水平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

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内

生动力提升;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效率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了 1% 水平上的显著性

检验,增加第三产业比重有利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

升级,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对外贸易

水平的一次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二

次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长三角

城市群的对外贸易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是

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先升后降的倒“U冶形曲线关

系;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是结果不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镇化水平未对长三角城市群

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
表 2摇 T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检验
结果

P 值

科技人才集聚 0. 019 5 0. 011 7 1. 67 0. 095
科技人才集聚的二次项 -0. 001 6 0. 000 7 -2. 50 0. 013

经济发展水平 0. 107 2 0. 019 0 5. 64 0. 000
产业结构 0. 329 2 0. 064 1 5. 14 0. 000

对外贸易水平 0. 693 1 0. 137 6 5. 04 0. 000
对外贸易水平的二次项 -0. 344 4 0. 130 8 -2. 63 0. 008

城镇化水平 0. 003 0 0. 002 0 1. 52 0. 130
常数项 -2. 222 6 0. 272 2 -8. 17 0. 000

4摇 结论与建议

4. 1摇 结摇 论

根据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结果得出,2007—
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整

体均值处于中等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时间

变化上,绿色发展效率处于波动上升的状态;从年平

均增长率来看,2013 年及以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较为明显;在空间演变上,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分

布不均衡特征依然存在,各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截

面差异明显,并且在绿色发展效率演化态势上具有

明显的马太效应。
由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

群绿色发展效率的总体泰尔指数呈现“N冶形变化态

势。 总体来看,区域差异呈增长趋势,在绝大多数年

份内,省内差异是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

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缩小省内差异是解决长三角

城市群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关键。 由核密度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逐渐提升,但
是离散程度上升,效率值集中度降低,逐渐显现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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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化趋势。
根据 Tobit 回归结果可知,科技人才集聚度与绿

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倒“U冶形的非线性关系,科技

人才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先促

进后抑制的作用,但目前仍处于促进阶段,经济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的

提升存在促进作用,对外贸易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

也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冶形曲线关系。
4. 2摇 建摇 议

a. 因地制宜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提

升。 长三角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结,
致力于融合协调发展,避免马太效应的进一步加剧。
考虑到地区绿色发展的不均衡性,选择不同着力点,
科学确立具有地域特色的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政策

手段,如马鞍山、铜陵两城市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城
市绿色发展效率值较低且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未来

应考虑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应用绿色环保技术让传

统产业焕发生机。 绍兴和嘉兴两城市以发展轻工业

为主,未来应鼓励企业使用低污染、可持续原材料,
注重环保性与可持续性。

b. 破除阻碍资源要素流动障碍。 各邻接地界

要弱化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发挥好上海作为龙头城

市在区域绿色发展方面的引领作用,江浙皖与上海

形成良好互动,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加强各领域优化

合作。 考虑到省内差异是导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

展效率非均衡的主要原因,省内要加强城市之间的

合作帮扶工作,给予低效率城市更多关注和适当的

政策倾斜,充分挖掘这些城市的绿色发展能力,绿色

发展效率高的城市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辐射带动作

用。 省际间差异也不可忽视,鼓励大城市通过人力

技术与资金支持对中小城市开展定向援助和对口支

援。 同时,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设置门槛或者

限制措施,严格执行相关环境法规与标准以确保企

业遵守环境保护责任。
c. 发挥科教创新优势,实现科技人才一体化。

当前,科技人才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

仍处于促进阶段,要充分借助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

优势和高科技创新平台优势,发挥科技人才集聚对

绿色发展的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省一市由于经济实

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差距较大,
因此,可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人才

一体化的“共引、共育、共用和共服机制冶,完善人才

市场化配置体系,以突破人才流动的省际行政壁垒,
促进人才自由流动以及地区均衡发展。 在区域一体

化发展进程中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人才集聚的创

新生态,通过提供优质的创业服务、完善的生活服务

以及便捷的政策服务打造科技人才的优质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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